基于PVAR模型的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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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驱动是保证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力量。而数字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技能偏向性，以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作为理论基础提出假设，利用2006-2021年广东省珠三角九市的相关数据描述区域整体情况，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Fisher检验、Kao协整关系检验、方差分解函数和脉冲响应函数等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国际技术溢出和数字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增长和国际技术溢出对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在考虑科技创新情况、国际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增长三者交互作用的情形下，国际技术溢出和数字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相互抑制作用。为此，在“双循环”和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下，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建设，推行“双化”协同综合试点创建战略，利用数字要素生产禀赋差异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国际技术溢出扩散效应带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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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igital economy growth based on PVAR model：Tak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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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ensure long-term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is also a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owth mode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a strong skill bia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igital economic growth, a hypothesis is proposed, and relevant data of nin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21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The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PVAR model, Fisher test, Kao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test, variance decomposition function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were constru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igital economy growth, and digital economy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have obvious positive effect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igital economy growth, there is a certain mutual inhibi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igital economy. Therefore, under the new positioning of "dual circulation" and "one point, two places"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monstration pilot projects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implement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collaborative comprehensive pilot creation strategy, use the differences in digital factor production endowment to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se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diffusion effect to dr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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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有限，国际技术溢出是其获取国外高端技术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在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科技创新能力呈待提升。古典经济学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当前，后发优势国家要反超先发优势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国际技术溢出成为重要手段，研发投入和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是促进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
2022年7月8日，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2023年6月9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国际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新契机，是未来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新技术发展制高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全国并跻身全球先进行列，“数字湾区”成为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支撑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而国际技术溢出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坚持科技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发展目标，科技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未来我国发展工作的关键。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扩散效应，国际技术溢出则有逆向的空间挤出效应，受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科技创新如何影响国际技术溢出对数字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国际技术溢出对数字经济的作用方向与影响强度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首先研究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对数字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其次，选取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数字经济作为核心变量，建立一个联合动态模型，实证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数字经济影响强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战略地位优势及“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及国际技术溢出扩散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
1.1科技创新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重要启示即科技创新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Michael Potter[1]就在对国家竞争力发展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创新驱动的概念,他认为创新驱动是决定内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关键因素。Lindert和Williamson［2］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创新驱动才是维持经济增长体系持续竞争力的根本所在。Ding[3]等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进行测量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路径，对数字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刘电威等[4] 基于广东省1993—2020年的时序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科技创新会可以提高产能和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调整，有效提高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马嫣然等[5]实证研究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发现数字经济与技术溢出、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溢出，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受数字经济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Curran D[6]从区域经济层面，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创新绩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林峰等[7]测量我国351个大中型城市的数字经济水平，以京东等互联网公司的全样本大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发现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袁野等[8]利用我国31个省际2011-2020年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近似呈现Ｕ型变化趋势，“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二系统的耦合度处于领先地位，“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二系统的耦合度低于“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二系统耦合度。刘鹂[9]使用我国30个省域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成果转化阶段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宋洋等[10]、张杰[11]等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 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产生正向相关效应。
1.2　国际技术溢出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关于科技创新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学者们普遍认为二者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研究。Blomsrtom & woff[12]从区域的角度,选取墨西哥 1965-1984 年行业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FDI存在正向溢出，国际技术溢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Coe等［13］利用OECD成员国1971—199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随着一国的贸易开放水平开发程度提高，欠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技术外溢会逐步提高，对区域科技创新也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靳巧花等[14]通过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实证分析国际技术溢出的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国际技术溢出能促进新技术、新工艺的产生，对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同时提升东道国科技创新能力，对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张宽等［15］基于中国2005—2015年27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是吸收国外高新技术和知识的核心能力，贸易开放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程度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因素。吴海涛[16]通过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制度质量跨越门限值后，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大，且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聂秀华[17]利用 2006—2017 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静、动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门限模型，研究发现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主要通过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路径影响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Grossman［18］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技术外溢能促进本国企业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增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水平增长。 Liu等[19]使用双阈值回归模型，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估算技术溢出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拐点。研究发现国际技术溢出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科技创新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在内陆地区影响较弱。Madsen［20］采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中16个国家1870—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渠道发生的技术外溢是。张云等[21]分别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并以高科技产业整体和异质性角度研究对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高科技产业异质性的研究结果来看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的自主创新；外商Ｒ＆Ｄ溢出效应能够明显促进创新成果的产出，引入吸收能力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对科技创新异质性分行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尚未通过全部行业的吸收能力实现，而另一部分行业的吸收能力已经能够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文章的研究结果对高新科技产业整体及其分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刘钒等［22］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2013-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区科技创新效率,实证分析验证了具有高新技术竞争优势企业占比对提升高新技术区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时滞效应和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地区差异。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国际技术溢出会抑制科技创新。杨俊[23]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利用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作用国际技术溢出使出口技术复杂度降低，此结论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通过专利溢出和进口溢出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利用FDI溢出和出口溢出使出口技术复杂的降低,总体作用效果为负。郑展鹏等[24]采用省域面板数据模型，利用2003 -2011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中的进口贸易对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而FDI并没有发挥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未达到预期。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学者们对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总体来看仍存在以下不足：（1）不同于传统的实证分析框架，首次建立一个联合的动态模型，目前国内尚有较少文献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视角定量研究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补充现有文献对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的空缺。（2）目前将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06-2021年广东省珠三角九市的相关数据描述区域整体情况，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 模型、Fisher检验、Kao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和函数方差分解函数等进行实证分析，对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理论分析及假设
2.1　科技创新与国际技术溢出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25].根据美国经济学家M.A. Ponser提出的技术差距理论，国际技术差异是因为创新速度差异而引起的。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表现在随着技术发明国技术完善和需求量迅速上升，技术模仿国通过引进模仿掌握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同时需求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向第三国出口。因此，技术发明国要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技术被完全模仿之前开发新的技术。而技术模仿国在模仿过程中也可能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成为新的技术发明国。国际技术溢出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方式，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吸引投资，各地方政府间可能以牺牲环境、收益分配和技术转让等收益为条件，进而引发“逐底竞争”[26]，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技术水平低、人才短缺，导致市场生产要素和自然禀赋可能处于被整合的地位 ，进而阻碍科技创新 [27] 。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的技术，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科技创新才是最佳路径，仅依靠技术引进与模仿依赖于人必会受制于人[28] 。勒娜等[29]认为国际技术溢出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式，国际技术溢出通过作用渠道有竞争关联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其正向作用可以推动科技；负向作用抑制科技创新的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本国企业对跨国先进技术的过度模仿，另一方面企业间在激烈的竞争中，本土企业会产生过度竞争，而跨国企业对本国企业会产生挤出效应。从上述科技创新和国际技术溢出的机理分析发现，本土企业通过对国际技术溢出消化吸收后可以产生双向作用，一是促进本国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科技创新，二是国际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面会使得本国企业之间过度竞争，抑制产业发展。但针对我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而言，国际技术溢出仍是提升新技术和学习新知识并进行再创新的重要渠道，不会因高新科技产业内分行业的异质性而改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科技创新与国际技术溢出相互推动与协同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科技创新推进模式反过来促进国际技术溢出产生正向效应。
2.2　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增长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会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和高额投资获得绝对优势，科技创新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步得到体现。郭丰等[30]认为，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推动作用，碳排放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进一步降低，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尹相森等[31]认为，选择 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有正向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科技创新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空间更大，提高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速度。
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32]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技术向企业溢出，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推广，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同样属于技术创新的结果，是累积创新引致的一种经济内生变革 [33] ，彭硕毅等[34]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各主体间创新协同程度，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提高企业科技创新的质量。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高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2：科技创新会助推技术发展与进步、改变低效能的生产方式，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数字经济增长。
2.3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
近年来有关学者的大量研究基于不同视角与方法讨论了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然而鲜有文献深入探讨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之间的互动效应，仅有个别文献考虑到数字经济在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上的溢出作用，如徐星等[35]以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科技创新空间溢出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了数字技术作为短周期技术、产业共性技术和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的耦合效应，发现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空间效应。也有少量文献在产业层面探讨了数字产业的技术溢出作用，蔡跃洲等[36]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可以渗透到各个产业部门促进其TFP提升，许恒等[37]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溢出作用与二者竞合发展的动态路径。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涉及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对TFP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涉及数字经济技术溢出的相互作用机制。刘富华等[38]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和数字技术差距视角，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挥的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和地理相邻的各省份经济差距。Baqaee and Farhi[39]提出了包含技术进步和成本加成的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为考察技术进步和资源错配在生产网络中的传导机制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模型框架。Jorgenson et al.[40]认为，作为数字经济代表的ICT相关产业往往是全球生产网络中技术进步最快的产业，也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尽管以往研究对数字经济下的技术溢出关联效应进行了探讨，但仍缺乏一个规范的模型框架来测算数字经济的增长及其关联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考虑科技创新情况、国际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增长三者交互作用的情形下，国际技术溢出和数字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相互抑制作用。本地科学技术的提升会改善技术后进者的劣势境遇，减弱跨国企业在本地生产的技术与成本优势，导致外国资本缺乏技术扩散和生产投资的意向，以技术交流和信息交流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因此受限。同时，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带有明显的滞后性，既有的国际技术溢出尚未发挥作用时，投资减少造成的结果就已出现，抑制数字经济增长，基于以上分析，国际技术溢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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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模型
4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4.1 模型构建
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模型结合了面板数据与VAR模型，可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解释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本文基于前述理论分析，将建立一个联合的动态模型，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设置如下模型：

其中，是内生变量，是控制变量，是滞后阶数。表示个体，表示年份。和是变量的系数矩阵。是扰动向量。
4.2 变量选择
模型将选取三个关键核心变量：
（1）科技创新情况。本文已在前述分析中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数字化并举发展的现实情境，这里使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工业企业科研投入（R&D）经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刻画区域创新情况和科技竞争力。（2）国际技术溢出。技术追赶理论认为，技术后进国家需要以技术引进作为基础，通过复杂的学习和消化过程，逐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41]。因此，本文认为国际技术溢出与科技创新情况、数字经济增长存在交互影响，这里选取其作为关键核心变量。（3）数字经济增长。本文使用熵值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增长的指标。参考赵涛等[42]对数字经济综合水平的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体系中包含互联网普及率、数字经济相关从业人员数、数字经济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四个维度，五个三级指标。
同时，本文采用三个控制变量：（1）科学技术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对科学技术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会对本地的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带来影响。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虑。（2）贸易开放指数。本文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各市贸易开放、口岸开放、港口货物吞吐量以及RTA数量四个二级指标，使用熵值法建立贸易开放指数。其中，技术溢出是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3）城市化水平。科学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均与地区城市化建设密切相关。参考文献做法，这里使用各市人口密度的对数表示城市化水平。
表1所示为本文使用的数字经济增长与贸易开放指数的指标体系。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字经济增长、贸易开放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增长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户/百人
	正

	
	数字经济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正

	
	数字经济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元/人
	正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
	元/人
	正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户/百人
	正

	贸易开放指数
	贸易开放
	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正

	
	口岸开放
	一类口岸开放使用情况
	个
	正

	
	港口货物吞吐量
	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正

	
	RTA数量
	中国RTA数量统计
	个
	负


4.3 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时间范围为2006-2021年，数据主要来源是国家统计年鉴、广东省及各市统计公报、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网站。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模型使用粤港澳大湾区九市的相关数据，并加入九市合计数据描述区域整体情况。表2所示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数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A_raw
	科技创新情况
	160
	0.054 4 22
	0.108 177 973
	0.000 943 449
	0.500 642 398

	FDI_raw
	外商直接投资（FDI）
	160
	106.379 2
	258.884 255 7
	1.813 3
	1 747.685 3

	DIGI
	数字经济增长
	160
	0.149 91
	0.129 597 49
	0.027 016 905
	0.852 280 165

	PETA_raw
	科学技术的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0
	859 688.4
	1 801 684.117
	2 456
	10 473 959

	ET_raw
	贸易开放指数
	160
	0.209 351
	0.194 669 918
	0.009 374 128
	0.817 307 11

	UR_raw
	城市化水平
	160
	3.056 128
	0.398 786 154
	2.350 652 647
	3.946 555 481



5 实证分析
5.1 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与最优滞后阶数
本文选择Fisher检验对六个变量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下表3是检验结果。其中，PETA、UR为对应原始数据的对数，TA、FDI、ET为对应原始数据的对数差分。可以看到，TA、FDI、DIGI、PETA、ET、UR变量的检验值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所有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序列是平稳的。
表3单位根检验
	变量
	统计量
	P值

	TA
	356.743 9
	0.000 0

	FDI
	340.617 2
	0.000 0

	DIGI
	46.182 9
	0.000 8

	PETA
	173.087 8
	0.000 0

	ET
	168.315 4
	0.000 0

	UR
	33.076 5
	0.033 1



本文进一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可以满足建立PVAR模型的要求。下表4为Kao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五种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小于 0.0001，可以认为五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表4 Kao检验
	 Kao检验
	统计量
	P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11.292 5
	0.000 0

	Dickey-Fuller t
	-12.292 2
	0.000 0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
	-6.682 8
	0.000 0

	Unadjusted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12.672 6
	0.000 0

	Unadjusted Dickey-Fuller t
	-12.414 8
	0.000 0




参考Love等[43]对PVAR模型的处理，运用Stata15软件判定本文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下表5所示。根据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汉南奎因信息准则（HQIC）和赤池信息准则（AIC）的结果，本文选择滞后1阶作为最优滞后阶数。
表5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滞后阶数/阶
	AIC
	BIC
	HQIC

	1
	-5.461 79
	-3.435 1*
	-4.638 19*

	2
	-5.322 27
	-2.395 95
	-4.133 24

	3
	-5.723 52*
	-1.800 05
	-4.130 32



5.2 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可以反映出内生变量受到冲击后，当期和未来变化的趋势情况，帮助本文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三者的协同促进关系。图2为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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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图
根据脉冲响应图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科技创新情况、国际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增长面对自身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在当期均有最大的正向反应，这种响应随后减弱并趋于零。这说明三者均有较强的自我加强机制，可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其中，数字经济增长在当期的响应值较高，国际技术溢出次之，科技创新情况最低。观察响应值减弱的趋势，科技创新情况和国际技术溢出在第一期迅速下降到零值附近，而数字经济增长响应减弱的速度较慢。相较而言，科技创新情况和国际技术溢出的路径依赖较小，数字经济增长比前两者更加稳定，对自身发展的依赖性更强。
（2）科技创新情况面对国际技术溢出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在当期受到的影响为零。响应值随后上升，在第一期达到峰值后逐步向零收敛。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本地可受益于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引进和学习先进的制度管理经验，帮助本土企业获取新技术，助推技术发展与进步。因此，国际技术溢出在短期内对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面对数字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科技创新情况的当期影响同样为零，响应值随后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其变化过程与受到国际技术溢出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的结果类似，这说明数字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科技创新情况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
（3）面对科技创新情况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国际技术溢出和数字经济增长在当期均表现为正向反应，响应值随期数增加逐渐收敛为零。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情况对国际技术溢出和数字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国际技术溢出在当期受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4）国际技术溢出面对数字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其当期响应值为零，响应值随后变为负值。数字经济增长面对国际技术溢出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表现为负向反应，其响应值在第二期达到峰值后缓慢收敛为零。这说明，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
5.3 方差分解函数 
本文使用方差分解函数测量内生变量对其他变量变化率的贡献度，理解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三者的交互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自身影响，各自贡献度均随期数增加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国际技术溢出与科技创新对自身变化率始终保持较大的影响力，而数字经济增长对自身变化率的影响随期数增加显著降低。数字经济增长同时受到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带来的影响较大，国际技术溢出带来的影响较小，二者均未随期数增加发生变化。对于科技创新来说，国际技术溢出带来的影响较小，呈现递增趋势。而数字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且这种影响随期数增加呈现递减趋势。最后，数字经济增长相较科技创新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更大，数字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度随期数增加明显增大，而科技创新带来的贡献度未随期数增加产生变化。
表6 方差分析
	期数
	TA
	FDI
	DIGI

	
	TA
	FDI
	DIGI
	TA
	FDI
	DIGI
	TA
	FDI
	DIGI

	1
	1
	0.001
	0.009
	0
	0.999
	0.003
	0
	0
	0.988

	2
	0.988
	0.002
	0.007
	0.001
	0.981
	0.009
	0.002
	0.001
	0.828

	3
	0.986
	0.002
	0.007
	0.001
	0.978
	0.017
	0.002
	0.001
	0.758

	4
	0.984
	0.002
	0.006
	0.001
	0.978
	0.021
	0.002
	0.001
	0.719

	5
	0.983
	0.002
	0.006
	0.001
	0.978
	0.024
	0.002
	0.001
	0.695

	6
	0.982
	0.002
	0.006
	0.001
	0.978
	0.025
	0.002
	0.001
	0.68

	7
	0.981
	0.002
	0.006
	0.001
	0.978
	0.026
	0.002
	0.001
	0.669

	8
	0.98
	0.002
	0.006
	0.001
	0.978
	0.027
	0.002
	0.001
	0.662

	9
	0.98
	0.002
	0.006
	0.001
	0.978
	0.027
	0.002
	0.001
	0.657

	10
	0.98
	0.002
	0.006
	0.001
	0.978
	0.028
	0.002
	0.001
	0.653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内涵，构建测度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溢出与数字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利用2006-2021年广东省珠三角九市的相关数据测度区域整体情况，对促进科技创新的数字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全部样本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且相较于国际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更强，这同时也指出了我国长时间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等国际技术溢出路径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问题以及数字生产要素禀赋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从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贸易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影响的动态门限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溢出对科技创新水平影响的方向与程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国际技术溢出在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环境下才能最大激发其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而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在数字贸易发展较慢的环境，仍能有效激励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且伴随着数字经济质量的改善，两路径的正向效应增强，第三，与以往研究不同，国际技术溢出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却伴随着本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呈逆向反应，主要由于本地科学技术的提升会削弱跨国企业的技术竞争优势，导致国外技术扩散放缓，数字经济发展因此受限，但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时滞性。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 政府应积极采取相关政策建立科技创新机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路径的技术溢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偏弱，而伴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特别是以技术出口管制、技术投资限制、科技交流限制为主的科技摩擦，这种创新能力的提升方式可能面临数字技术“卡脖子”问题，不仅受人牵制而且很难形成区域国际竞争优势，只能通过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构建我国科技创新产业链，减少贸易摩擦，切实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竞争力。
（2） 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建设，推行“双化”协同综合试点创新战略。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实行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发挥试点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带动效应，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双化协同）综合试点，积极推动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聚焦重点领域、以试点方式探索路径、破解难题，整体提升双化协同能力和水平；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引领作用，搭建数字技术科研平台、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打造高层次科技人才集聚平台，制定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规划，实现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拓展和优化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作用路径。为打赢“人才争夺战”、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3） 利用数字要素生产禀赋差异以及区域“数字鸿沟”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促进作用，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能级提升，将“科创”基因融入成长血脉，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突出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通过与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基地”、与关联头部企业“共建转化网格”，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强化数字反哺教育，扩大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聚与技术优势化分工的 “知识效应” 和“空间效应”，加快建设云网融合、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将溢出的技术最有效的吸收和转变为科技创新的资本，优化劳动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与数字技术的适配性，规避区域“数字鸿沟”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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